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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因素
——从拉夫桑贾尼时期至内贾德时期∗

刘中民

摘　 　 要： 在后霍梅尼时代，伊斯兰因素对伊朗外交的影响力在整体上呈

现出明显下降的态势，但是尚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霍梅尼“输出革命”外交遗

产的掣肘。 无论是在相对温和的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还是在伊朗外

交再度走向强硬与激进的内贾德时期，伊朗外交均没有放弃“输出革命”的

外交原则和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长远目标。 继续支持伊斯兰激进组

织，仍是伊斯兰因素影响伊朗外交的主要方式。 在后霍梅尼时代，为应对

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伊朗积极利用伊斯兰教对中

东、中亚等地区事务和热点问题施加影响。 此外，伊斯兰因素对伊朗与西

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呈现出改

革与保守两种力量、两种路线交替上升的政治钟摆效应，进而使“伊斯兰革

命外交”在改革派掌权时相对淡化，在保守派掌权时则相对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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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由于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悠久的历史、民族与宗教文化特性，伊朗的发展一直

有其独特性。 自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以来，伊朗作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

中心，其“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独特发展道路，以及为世界所瞩目的

伊朗核问题，使伊朗的发展道路及其内政外交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和舆论界关注的

焦点。 围绕伊斯兰因素对伊朗外交的影响，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现有的研究

更多集中于对霍梅尼时期的研究，而对后霍梅尼时期的研究则相对不足。 因此，本

文拟对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因素进行集中研究。①

从中世纪逐步被确立为伊朗的国教以来，什叶派伊斯兰教便对伊朗的民族特

性、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② 自近代以来，伊朗一直是外部大国权

力角逐的主要对象，这使得伊朗的经济社会发展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压力。 伊斯兰

教什叶派占伊朗人口的绝对多数，在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反对暴政和外来侵略的民

族文化传统，但也因此使宗教与伊朗社会发展结下了密切的亲缘关系，伊朗近代的

宪政革命与当代的伊斯兰革命均与此密切相关。

伊斯兰教什叶派信仰对伊朗内政外交的深刻影响是伊朗历史发展独特性的重

要体现。 对于伊朗而言，“什叶派信仰的重要性在于增强了伊朗历史的特殊性，伊朗

与在伊斯兰教中并不占主导地位的什叶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伊朗的独特意识”，伊

朗的民族意识与什叶派的宗教意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在 ２０ 世纪以前没有人

怀疑对伊朗的国家忠诚（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ｒａｎ）和对什叶派的教派忠诚（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ｈｉｉｔｅ ｓｅｃｔ）是两种不同的忠诚”③。

在近代，伊朗反封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运动一直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结合在一

起，使前者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④ １８９０ 年至 １８９１ 年的 “烟草抗议” （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Ｐｒｏｔｅｓｔ）运动和 １９０５ 年至 １９１１ 年的宪政革命构成了伊朗反殖、反封建民族民主运动

的主要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场社会运动中，伊斯兰教什叶派无论在意识形

态的思想观念层面，还是在组织领导的社会动员层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有学

·４·

①

②
③

④

鉴于鲁哈尼执政的任期尚未结束，本文仅对拉夫桑贾尼时期至内贾德时期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因素

进行研究。
详见程彤：《“正统”观念与伊朗什叶派》，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１２ 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 Ｃｏｔｔａ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ｒ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１９７８，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 ｐｐ． １３４－１３５．
详见刘中民：《从“烟草抗议”到“宪政革命”———伊斯兰教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伊朗民族主义》，

载《西亚非洲》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３８－４３ 页。



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因素


者评价说：“什叶派的意识形态、象征、领导作用在这场具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双

重意义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巴列维王朝建立后，伊朗对内推行全盘效仿西方的“白色革

命”，对外推行追随西方的外交战略，导致什叶派宗教势力强烈反对巴列维王朝的内

外政策，进而造成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最终埋葬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现代伊

斯兰神权政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斯兰教什叶派再次回

归伊朗政治的核心地位，“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治理念与执政纲领

不仅体现为伊朗国内政治的伊斯兰化，同样体现为伊朗外交的伊斯兰化。 在霍梅尼

去世后，“输出革命”在伊朗外交中的地位呈总体下降的态势，但它作为伊朗内政外

交的重要合法性来源和外交资源，依然对伊朗外交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意识形

态和国家利益的两难选择，成为霍梅尼留给伊朗外交的最大历史遗产。
１９７９ 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目标，即对内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全面推行伊斯兰化；对外通过“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秩序。 “革命的伊斯兰输出源

自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意识形态世界观，一种对伊斯兰教的解释，其特点是把一种

植根于宗教的伊朗民族主义与通过宣教、典范和武装革命来传播伊斯兰教的跨国特

征和穆斯林的全球使命结合在一起。 鼓励和传播伊斯兰教是一种基本的外交政策

目标，这一目标反映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中，反映在鼓励人们‘在国内外使革

命永久化’的主张中。”②在霍梅尼担任伊朗最高宗教领袖的十年间，伊斯兰主义的外

交理念和输出革命的外交实践，构成了伊朗外交的根本特征。
在霍梅尼主导伊朗政治的十年间，伊朗通过推行全面的伊斯兰化基本上在国内

确立并巩固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但在经济上却陷入了严重的困难；而其反

对现行国际体系和“输出革命”的外交则严重受挫，并使伊朗陷入了严重的国际孤

立。 霍梅尼逝世前，两伊战争造成的严重损失和日趋严重的经济困难以及国际孤

立，都使伊朗国内对“输出革命”的外交战略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 “由于未能打

赢战争而引起的幻灭感，战争对经济实力的损耗，生活质量的总体下降，以及愈益增

长的公众不满情绪———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政府内部围绕国家重建和输出革命战略

问题的思想分歧所加剧。”③

事实上，霍梅尼在逝世前已经意识到“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与现实国家利

益的矛盾，并在“输出革命”不断受挫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维护伊朗的现实国家利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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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ｐ． ８３．
［美］Ｊ·Ｌ．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４８ 页。
同上，第 １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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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这在霍梅尼痛苦地接受两伊战争停火问题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他虽然声称接

受停火协议是“服从真主的安排”而服下的“毒药”，但同时也强调这一决定符合“伊
斯兰政府的整体利益”①。 对此，作为霍梅尼敌手的萨达姆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
指出：“尽管霍梅尼被描绘成狂热愚蠢而不懂政治，（但在衡量得失方面）霍梅尼不是

什么精神领袖而是政治家，当他意识到损失大于收益时，霍梅尼就同意进行媾和。”②

因此，在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的外交就已经开始向国家利益回归，其重要表现是到

１９８８ 年底，伊朗已经与除沙特、伊拉克之外的所有海湾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③

在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改革派与保守派围绕内政与外交的斗争与较量，构成

了影响伊朗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对外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 在法基赫（教法学家）
主导下的“宪政”体制内，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借助霍梅尼确立的伊斯兰政

权体制的合法性获取其政治权威，但在内政与外交的具体政策上却通过三权分立的

“宪政”体制，在总统与议会选举中进行政治角逐。
总体来看，在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外交中，伊斯兰因素的影响力在整体上呈现

出明显下降的态势。 但是，基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属性，尤其是出于巩固其

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外交尽管呈现出“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

交相对弱化、国家利益考虑不断增强的特征，但又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霍梅尼“输出革

命”外交遗产的掣肘。 因此，无论是在相对温和的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还是在

伊朗外交再度走向强硬与激进的内贾德时期，伊朗外交均没有放弃“输出革命”的外

交原则和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长远目标。 继续支持伊斯兰激进组织仍是伊斯

兰因素影响伊朗外交的主要方式。 在后霍梅尼时代，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均发

生了深刻变化。 为应对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
等国际与地区格局变化，伊朗还积极利用伊斯兰教对中东、中亚等地区事务和热点

问题施加影响。 此外，伊斯兰因素对伊朗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也产生了重要

影响。

一、 利用伊斯兰因素进行地缘政治扩张

利用伊斯兰因素进行地缘政治扩张是后霍梅尼时期伊朗外交的重要方式。 这

里主要围绕伊朗支持地区伊斯兰主义组织、利用伊斯兰因素拓展在中亚的战略空

间、利用什叶派因素影响伊拉克战后重建三个问题进行集中分析。

·６·

①
②
③

赵建明：《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动力分析》，北京：新华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６０ 页。
同上。
范鸿达：《伊朗外交：宗教领袖与总统的作用》，载《西亚非洲》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第 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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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支持地区伊斯兰主义组织

在后霍梅尼时期，支持中东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尤其是什叶派力量仍是伊朗施加

地区影响的重要方式，这是霍梅尼时期伊朗“输出革命”外交的历史延续。
在黎巴嫩，伊朗虽然降低了支持真主党的调门，并将伊朗驻黎巴嫩的伊斯兰革

命卫队的人数从 ２，５００ 人减少至 ２００ ～ ３００ 人，但仍对真主党给予了大量的财政援

助。 有资料称，在 １９８８ 年至 ２００２ 年间，开设在贝鲁特的伊玛目霍梅尼救济委员会分

部，通过真主党向黎巴嫩提供了 ９，６００ 万美元的援助。①

在后霍梅尼时期，伊朗和真主党的高层来往仍然十分密切。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真主

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访问伊朗，并得到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接见。 另有资料显示，
伊朗还向真主党提供了大量武器援助，并在伊朗德黑兰、伊斯法罕、马什哈德、阿瓦

士等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营地对真主党武装进行训练。 在 ２００５ 年内贾德当选总统

后，纳斯鲁拉再度对伊朗进行访问。 在 ２００６ 年真主党与以色列发生严重冲突后，伊
朗又出资帮助真主党进行重建工作。 伊朗前驻叙利亚大使阿里·艾克巴尔·穆赫

塔希米普尔（Ａｌｉ Ａｋｂａｒ Ｍｏｈｔａｓｈａｍｉｐｕｒ）曾明确指出：“真主党是伊朗军事和安全机构

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伊朗与真主党之间的联系远远超出了革命政权与其境外任何

其他革命政党和组织的关系。”②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伊朗在反对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的同时，积极支持在

巴以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哈马斯组织。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在巴勒斯坦大起义三周年之

际，伊朗在德黑兰组织召开了纪念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起义的国际会议，称哈马斯的

斗争为“巴勒斯坦伊斯兰起义”。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哈马斯代表团访问伊朗，并与伊朗宗

教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文化指导部部长、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

旅”司令等高级领导人会晤，双方明确表示拒绝中东和平进程，并就加强双方高层次

的协商与合作机制、哈马斯在德黑兰设立办事处、伊朗援建以哈马斯命名的广播电

台、在黎巴嫩南部联合真主党共同打击以色列等问题达成一致。 伊朗还承诺向哈马

斯提供巨额财政援助，并在伊朗和黎巴嫩的训练营每年为哈马斯培训 ３，０００ 名武装

人员。③

在内贾德任伊朗总统后，为博取伊斯兰世界利益代言人的形象，伊朗在巴以关

系上的立场更为激进。 内贾德多次公开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宣称“以色列应

该从地图上抹掉”，犹太人大屠杀历史是“神话”，建议将以色列迁往欧洲或阿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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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等等。① 在 ２００７ 年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选举并取得对加沙的实际控制权后，由

于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拒绝放弃通过武力反抗以色列的做法，美国和欧盟先后

对哈马斯进行制裁，而伊朗则向哈马斯政府提供了 ２．５ 亿美元的援助。②

在冷战后伊斯兰主义组织迅速崛起的背景下，伊朗积极向中东地区的伊斯兰组

织施加影响。 例如，伊朗曾拨专款资助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参加竞选，

向苏丹的“全国伊斯兰民族阵线”提供经援并帮助建立训练营地，对中东地区伊斯兰

主义组织的迅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伊朗特别重视加强与苏丹伊斯兰主义组织

的合作。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伊朗在苏丹开设伊朗文化中心，并被外界视为伊朗与苏丹伊

斯兰组织进行协调的据点。 此外，伊朗还向苏丹提供财政、能源、武器装备、军事专

家等方面的支持。 １９９４ 年哈梅内伊在接见来访的苏丹总理祖贝尔时明确指出：“今

天的苏丹是我们寻求输出的伊斯兰制度的典范，我希望这一制度持续下去，成为许

多伊斯兰国家效仿的典范。 伊朗革命随时准备支持它的同盟者。”③

伊朗还将目标瞄准了阿拉伯地区大国埃及，寄望通过向埃及渗透进而影响整个

中东的伊斯兰运动。 据报道，１９９３ 年 ２ 月，伊朗宗教界领导人曾在接见国外伊斯兰

主义组织的代表时表示：“如果埃及垮台了，那么整个阿拉伯世界将随之垮台。 首先

是利比亚，然后是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再就是苏丹、也门、约旦和波斯湾其他国家，

苏丹已经在与我们携手共同作战，这也正是我们尽力保持在那里的影响的原因，因

为它是通往埃及的主要门户。”④另外，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说法，伊朗境内存在由

１１ 个训练营组成的培训网络，对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主义组织进行培训。⑤

内贾德作为伊斯兰革命体制的忠诚维护者，十分强调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

系，希望向伊斯兰世界推广伊朗的“宗教民主制”，扩大伊朗的影响力。 在 ２００５ 年赢

得选举后，内贾德发出了“将伊朗建设成伊斯兰世界榜样”的誓言，声称“伊斯兰革命

的浪潮将席卷全世界”。⑥

（二） 利用伊斯兰因素拓展在中亚的战略空间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出现了五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即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中亚五国作为伊朗的邻国，构成了

伊朗拓展外交空间的重要地缘战略区域。 因此，伊朗积极利用民族、宗教和地缘方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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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有利条件，扩大其在中亚的影响。
在宗教领域，伊朗通过资助中亚国家兴建清真寺、赠送《古兰经》、派遣传教人

员、积极参加中亚国家的文化艺术活动等方式，进行宗教与文化渗透，推动中亚伊斯

兰的复兴。 对此，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中亚“整个穆斯林人口，甚至包

括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人口，都是伊朗宗教利益的目标。 确实，中亚伊斯兰的复兴

已经变成伊朗当前统治者的野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①。
在经济领域，伊朗则积极推进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与能源合作，并试图取得

对中西亚伊斯兰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 早在 １９６４ 年，伊朗便联合土耳其、巴基

斯坦成立了“地区合作组织”；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该组织宣布解散；１９８４ 年

该组织得以恢复并更名为“经济合作组织”，外界也称“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在伊朗德黑兰召开，决定吸收中亚五国、阿富汗和阿

塞拜疆为正式成员。 与此同时，伊朗还宣布建立包括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和哈萨

克斯坦在内的“里海合作区”。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经济合作组织首次外长会议在巴基斯坦

的奎达举行，一致通过“奎达行动计划”，其主题是制订发展中西亚伊斯兰共同市场

的行动计划。 此后，经济合作组织一直通过召开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等方式进行活

动。 在 ２００４ 年的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会议上，伊朗总统哈塔米提出于 ２０１５ 年建立中

西亚经济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第十届峰

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内贾德发表关于推进中西亚组织一体化进程的讲话，此
次会议还制定了旨在建立中西亚自由贸易区的《中西亚经合组织 ２０１５ 年》长远

规划。②

（三） 利用什叶派因素影响伊拉克战后重建

在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朗利用自身与伊拉克什叶派的亲缘关系，积极

对伊拉克的政治重建施加影响。 伊朗的伊拉克政策的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
伊朗试图通过支持伊拉克什叶派将过去掌权的逊尼派边缘化，防止伊拉克再度威胁

伊朗；其次，通过向什叶派武装进行渗透，给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政治重建制造麻烦，
增强伊朗抗衡美国的发言权。 因此，伊朗极力通过多种方式对伊拉克什叶派施加影

响。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曾经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流亡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达瓦党（宣教党）
人士贾法里（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Ｊａａｆａｒｉ），在就任过渡政府总理后对伊朗进行历史性访问；曾流

亡伊朗的达瓦党人士马利基（Ｊａｗａｄ ａｌ⁃Ｍａｌｉｋｉ）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出任伊拉克总理后不

久，便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和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两次访问伊朗；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内贾德实现对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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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历史性访问，成为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首位访问伊拉克的伊朗总统。①

伴随两伊关系的改善，伊朗与伊拉克的经贸关系和宗教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

伊拉克向伊朗开放什叶派宗教圣地、伊朗向伊拉克派遣宗教学者和学生，都为伊朗

对伊拉克什叶派进行渗透创造了条件。 美国情报机构认为，２００４ 年 ３ 月伊朗情报部

门在纳杰夫设立了“帮助贫困什叶派办公室”，从伊拉克南部招募了 ７ 万名伊拉克人

加入什叶派民兵组织。②

在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的什叶派力量主要包括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萨德尔

运动、达瓦党、伊拉克最高委员会四大力量。 伊朗的目标是“力图在这四种力量之间

达成平衡，从而维护自己在伊拉克的利益，以实现在伊拉克的战略目标”③。 大阿亚

图拉西斯塔尼、伊拉克最高委员会、达瓦党虽然在历史上都与伊朗关系密切，但由于

它们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与美国基本保持合作关系，而伊朗与它们的关系主要在政

治层面，于是持反美立场的萨德尔运动则成为伊朗在军事上重点扶植的对象。

二、 利用伊斯兰因素应对“阿拉伯之春”

自 ２０１０ 年底西亚北非地区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以来，突尼斯、埃及、利比

亚、也门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政权更迭，而叙利亚则陷入了严重的冲突和内战。 阿拉

伯国家的动荡导致中东地区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 如何应对西亚北非动荡及其导

致的地区格局变化，自然成为伊朗外交必须面对的问题。
总体来看，伊朗积极支持与声援突尼斯、埃及等国的反对派，而对作为伊朗盟友

的叙利亚，伊朗则全力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反对西方和地区国家颠覆叙利亚

政权。 应该承认，伊朗的政策差异主要出于对伊朗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伊斯兰因素

也构成了伊朗不同政策取向的重要影响因素。
伊朗用“伊斯兰觉醒”和“伊斯兰革命”对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抗议浪潮予以定

性，反映出伊朗试图掌握主动、引导阿拉伯民众抗议浪潮发展方向的战略诉求，同时

也反映出伊朗乐见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等亲西方世俗政权垮台

的政治倾向。 而伴随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的深化，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突尼斯伊斯

兰复兴党等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在总体上也有利于伊朗，并促使伊朗积极发展与埃及

等转型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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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亚北非动荡爆发以来，美欧将其定性为“民主革命”，并称之为“茉莉花革

命”和“阿拉伯之春”，同时企图借机对西亚北非进行“民主改造”。 与之相反，伊朗则

将西亚北非民众抗议浪潮定性为“伊斯兰觉醒”①，并将阿拉伯国家剧变视为 １９７９ 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延续。 针对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埃及开罗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游行，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Ｆａｒｓ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指出，“埃及人民的起义是基

于中东地区的宗教教义和警觉，这次起义是为了让埃及回到它在地区和国际政治中

原来的位置”②。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声称，埃及人民的示威旨在实现国家的民族和

宗教要求，并呼吁埃及政府应倾听穆斯林群众的声音，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镇

压。③ 此外，伊朗议员还谴责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企图破坏革命，并“试图剥离革命中

包含的伊斯兰价值观”④。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３ 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伊朗希望世界上所有热爱自由的

人民和政府尊重埃及国民的合法要求，并谴责以色列和美国干预埃及的国内事务”。

这份声明还表示，伊朗支持西亚和北非的重要政治发展，因为它们是“一波伊斯兰觉

醒的浪潮”。⑤ ２ 月 １１ 日，在庆祝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 ３２ 周年的大型集会上，时任伊

朗总统内贾德在演讲中宣称，当前阿拉伯世界的起义是受到了伊朗对抗西方国家的

启发，它预示着一个摆脱“邪恶”西方干涉的“新中东”的出现。 内贾德还声称，正是

第十二代伊玛目马赫迪（１２ｔｈ Ｉｍａｍ Ｍａｈｄｉ）指引了埃及和突尼斯的起义。⑥

从本质上看，阿拉伯民众抗议浪潮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并不是伊斯兰主义力量，
其性质也并非伊朗所谓的“伊斯兰觉醒”，因为阿拉伯“起义者不希望未来国家模式

成为伊朗霍梅尼式神权模式”⑦。 但伊朗之所以将阿拉伯民众抗议浪潮定性为“伊斯

兰觉醒”，并予以积极支持，既有运用伊斯兰教占领道义制高点，扩大自身伊斯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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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ｉｓｌａｍｉｃ＿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Ｉｒａｎ Ｕｒｇｅｓ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ｒｏｔｅｓｔｅｒｓ，” Ｆａｒｓ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９，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ａｒｓ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ｔｅｘｔ．ｐｈｐ？ｎｎ＝ ８９１１０９０７５５，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Ｓｐｏｋｅｓｍａｎ： Ｉｒａｎ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Ｆａｒｓ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９，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ａｒｓ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ｔｅｘｔ．ｐｈｐ？ｎｎ＝ ８９１１０９１２５４，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Ｉｒａｎｓ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Ｖｏｉｃ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Ｆａｒｓ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
２０１１，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ａｒｓ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ｔｅｘｔ．ｐｈｐ？ｎｎ＝ ８９１１１２１３７７，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Ｉｒａｎ Ｌａｓｈｅｓ ｏｕｔ ａｔ ＵＳ，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Ｍｅｄｄｌｉｎｇ ｉ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Ｆａｒｓ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４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ｆａｒｓ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ｔｅｘｔ．ｐｈｐ？ｎｎ＝ ８９１１１５０７１４，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ｈｏｍａｓ Ｅｒｄｂｒｉｎｋ， “Ａｈｍａｄｉｎｅｊａｄ Ｓａｙｓ Ｅｇｙｐｔ，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ｗｅｒｅ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Ｉｒａｎｓ Ａｎｔｉ⁃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１，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ｗｐ⁃ｄｙ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１ ／ ０２ ／ １１ ／
ＡＲ２０１１０２１１０２６３４．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西班牙］哈维尔·巴仑苏埃拉：《阿拉伯革命的七个关键问题》，载《国防杂志》 （西班牙文）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号，第 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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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影响力，增强伊朗神权发展模式对转型阿拉伯国家吸引力等战略

考虑；也有抵制西方“民主改造”中东的现实利益考虑。

从政策效果来看，伊朗对阿拉伯国家转型的现实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但是，伴

随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的深入发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

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等伊斯兰主义组织势力不断扩大，在某

种程度上为伊朗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并尤以伊朗和埃及关系的

改善最为显著。 在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３ 年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自由与正义党及其领导人

穆尔西短暂执政期间，埃及与西方的距离明显扩大，对巴勒斯坦政策尤其是对哈马

斯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针对这种变化，伊朗不断加快改善与埃及关系的步

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穆尔西访问伊朗并出席伊朗主办的不结盟运动首脑峰会，而伊朗

总统内贾德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访问埃及并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双方在断交 ３０ 多

年后实现总统互访，无疑是伊朗与埃及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

在叙利亚问题上，伊朗采取了不同于支持埃及、突尼斯、也门、巴林等国反对派

的政策。 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叙利亚陷入动荡以来，伊朗一直坚定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

权，强烈反对西方以及土耳其、海湾阿拉伯国家等外部势力对叙利亚进行干涉。 伊

朗的叙利亚政策既是维护伊朗现实利益的战略需要，同时也是什叶派与逊尼派复杂

博弈的反映。

伊朗和叙利亚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至 ６０ 年代，伊朗和叙利亚尚处于对抗状态。 在 １９６８ 年叙利亚和伊拉克关系恶化和

１９７３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伊朗和叙利亚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叙利亚哈菲

兹·阿萨德（Ｈａｆｉｚ ａｌ⁃Ａｓｓａｄ）政权作为阿拉维派（Ａｌａｗｉｔｅ）建立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

义政权，一直遭到逊尼派的质疑，其原因在于叙利亚宪法规定总统必须是穆斯林，而

很多逊尼派否认阿拉维派的穆斯林身份。 １９７３ 年，与伊朗什叶派有密切关系的黎巴

嫩什叶派领袖穆萨·萨德尔（Ｍｕｓａ ａｌ⁃Ｓａｄｒ）①发布教令，宣布阿拉维派属于什叶派，

进而帮助哈菲兹·阿萨德巩固了其政权合法性。 此后，经由穆萨·萨德尔的联系，

哈菲兹·阿萨德政权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力量的关系日益密切。② 这也是 １９７８ 年霍

·２１·

①

②

穆萨·萨德尔于 １９２８ 年生于伊朗什叶派圣城库姆的宗教学者世家，从小随父学习，后在德黑兰和纳

杰夫伊斯兰经学院受高等宗教教育，遂成为知名的什叶派学者。 １９６９ 年，他创建由什叶派知名人士组成的“什
叶派最高委员会”，作为合法议政组织进入政界活动。 １９７５ 年，他又领导建立了“被剥夺者运动”即“阿迈勒运

动”。 他提出政治斗争的目标包括：改革黎巴嫩现有的政治结构，提高什叶派的政治地位，通过合法斗争方式，
取得什叶派被剥夺了的应享有的政治权力，各教派平等共同合作来治理国家；建立本国独立的、符合伊斯兰原

则的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以色列的入侵。 １９７８ 年，他先后到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尔及利亚

进行访问，８ 月底访问利比亚结束时，突然与两名随行人员失踪。
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２００７－２００８），第 ５４ 页。



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因素


梅尼遭伊拉克驱逐后，哈菲兹·阿萨德曾表示欢迎霍梅尼到叙利亚的重要原因。 因

此，什叶派因素在伊朗与叙利亚关系缓和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纽带作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共同反对

以色列的目标使伊朗和叙利亚合作的政治基础得以加强，而 ８０ 年代的两伊战争和

１９８２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使两国的同盟关系正式形成，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采

取了支持伊朗，反对同属阿拉伯国家的伊拉克的政治立场，同时允许伊朗伊斯兰革

命卫队在 １９８２ 年黎以战争中进入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训练真主党武装，共同抗

击以色列。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海湾战争后，伊朗和叙利亚的关系一度因叙利亚参与中东和平

进程而疏远。 ２０００ 年巴沙尔·阿萨德继任叙利亚总统，叙利亚的国力持续衰落，尤
其是因黎巴嫩问题在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孤立，使叙利亚对伊朗的需求不断扩大。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后，叙利亚和伊朗安全环境恶化，并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的下一

个目标之际，伊朗和叙利亚的同盟关系再度得到加强。 在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５ 年间，时任

伊朗总统哈塔米曾 ６ 次会晤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双方还于 ２００４ 年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定。 在 ２００５ 年的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Ｒａｆｉｋ Ｂａｈａａ Ｅｄｉｎｅ Ｈａｒｉｒｉ）遇刺案问

题上，针对阿拉伯国家和西方指责叙利亚为幕后操纵者，伊朗对叙利亚予以大力支

持。 ２００５ 年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于同年 ８ 月访问伊

朗，成为内贾德执政后第一位访问伊朗的外国元首，双方宣布“针对叙利亚和伊朗的

共同威胁，要采取比以往更密切的联合行动”①。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内贾德对叙利亚进行

访问。 同年 １１ 月，叙利亚议长表示，“大马士革将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协商与合

作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准则和原则”；２００７ 年 ７ 月，伊朗和叙利亚总统宣布“伊朗

和叙利亚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兄弟和盟友”。②

伊朗和叙利亚的战略同盟本质上“是一个缺乏意识形态基础的实用主义联盟，
叙利亚复兴党世俗主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朗奉行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在意识

形态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③。 因此，伊斯兰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的作用并不突出，伊朗既没有向叙利亚输出革命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诉求，叙利亚

也无仿效伊朗神权模式的动机。 但从伊朗对外战略以及中东地区格局的角度看，伊
斯兰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中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在因素。

·３１·

①

②

③

Ｅｄｗａｒｄ Ｗａｓｔｎｉｄｇｅ，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Ａｎ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Ａｘｉ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２，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４８－１５９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 Ｋａｇａｎ， 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Ｋａｇａｎ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ｌｅ Ｐｌｅｋａ， “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ａｎｔ，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Ｗａ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５，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ｗａｒ．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０８０２１５＿Ｉｒａｎｉ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２００７～２００８）》，第 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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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叙利亚和伊朗的政权性质不同，但叙利亚的掌权者为什叶派阿拉维派，且
两国均与逊尼派海湾阿拉伯国家存在矛盾，因此伊叙同盟关系的建立有利于伊朗抗

衡沙特主导的逊尼派阵营，这也是伊朗在中东变局中选择支持巴沙尔政权的原因

之一。

长期以来，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抗衡主要表现为波斯民族与阿拉伯

民族、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以及双方争夺海湾地区领导权的矛盾；叙利亚与沙特

等国家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 但从教

派关系的角度看，伊朗、叙利亚和沙特又都存在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 从意识形

态和教派因素的角度看，沙特等国家积极配合西方试图颠覆巴沙尔政权，其深层考

虑主要有二。 首先，利用“阿拉伯之春”彻底清除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制政权。

从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到 ２０１１ 年穆巴拉克政权瓦解和卡扎菲政权崩溃，叙利亚政权

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世俗共和制政权。 沙特主导阿盟和海合会积极支持叙利亚反

对派，其重要考虑之一就在于彻底铲除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制政权，进而确立泛伊

斯兰主义阵营的君主制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 其次，叙利亚什叶派政权是两

伊战争中唯一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国家，并选择长期与伊朗结盟，引起了阿拉伯逊尼

派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的不满。 沙特等国家主导海合会和阿盟致力于颠覆叙利亚

政权，无疑有利于实现其削弱什叶派和宿敌伊朗的双重利益。① 因此，伊朗选择支持

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既是维护双方战略利益的需要，也符合伊朗抗衡沙特逊尼派的

教派斗争需要。 从伊朗对外战略和中东战略的角度看，叙利亚是伊朗打造的“什叶

派新月地带”的中枢环节，在伊朗和美国的战略博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伊朗

在中东剧变中选择支持巴沙尔政权的重要原因。

三、 运用伊斯兰因素抗衡西方

在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外交中，尽管伊朗与西方的对抗较之霍梅尼时期有所缓

和，伊斯兰因素也有所淡化。 但是，由于伊朗和西方之间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现

实利益等领域存在尖锐矛盾，双方的矛盾对抗并未出现根本改观，并在内贾德时期

进一步激化。 在伊朗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博弈中，伊朗一方面在思想文化层面强

调伊斯兰文化价值观的优越性，批判和否定西方文化，防范西方的文化侵蚀；另一方

面又运用伊斯兰教在反恐问题、核问题等领域与西方进行博弈。
第一，在后霍梅尼时代，基于维护国内政权合法性和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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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刘中民：《“阿拉伯之春”：浪漫开场，如何收尾》，载《世界知识》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第 ３４－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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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伊朗的外交政策宣示一直大量使用伊斯兰话语，强调伊朗政治制度与意识形

态的正统性和优越性，并对西方的文化侵蚀和意识形态渗透充满警惕。

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执政时期，尽管伊朗与西方的关系一度得以缓和，甚至

在哈塔米时期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曾一度出现改善的迹象，但由于伊朗内政外交深受

霍梅尼所确立的伊斯兰体制的制约，同时受到伊朗国内保守派与改革派斗争的影

响，加之西方对伊朗伊斯兰神权制度根深蒂固的敌视，以及在现实领域对伊朗的遏

制与制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是伊朗与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特别是在

保守派人士内贾德任总统期间，伊朗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呈现出进一步加剧的

态势。

由于宗教领袖在伊朗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哈梅内伊在对外政策宣示中往往

强调坚持伊斯兰原则的重要性，对西方的批判也更为直接和激烈。 哈梅内伊经常发

表抨击西方的言论和演说。 他认为，在历史上，西方列强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

剥夺和削弱穆斯林国家和民族，导致穆斯林国家的贫穷和衰落；在当今，美国以推动

中东民主化为手段在中东建立傀儡政权，其目的在于孤立伊斯兰价值观，延缓和镇

压伊斯兰复兴运动。 伊斯兰世界不需要西方残缺不全的民主和人权，西方的价值观

已经导致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和暴力泛滥；伊斯兰价值观是人类获得成功的唯一途

径，穆斯林各民族精英有责任传播和宣扬伊斯兰价值观。①

“９·１１”事件后，针对美国将伊朗界定为“邪恶轴心”并推行遏制伊朗的政策，哈

梅内伊从宗教价值观的角度对美国的伊朗政策进行了批判与驳斥。 哈梅内伊指出，

美国一直从理论和道德方面从事针对伊朗的宣传活动和敌对行为。 美国企图通过

宣传手段，削弱伊朗人民对宗教信仰、伊斯兰革命和道德价值观的重视，并逐渐削弱

人民大众与政体之间的牢固联系，进而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做舆论准备。②

在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始终重视推广伊斯兰价值观，并以此作为防范西方文化

渗透的手段。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时任伊朗文化部长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尼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那些能使伊朗成为强大国家从而能够对抗美国霸权的因素，

正是伊朗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伊朗会努力通过正统的伊斯兰传统的回归、风

俗习惯的传承来保护自己的文化，防止外来文化和西方文化对国家和青年人产生侵

袭”。 伊朗要让国民尤其是青年“知道我们拥有自己的悠久文化和文明，而并不是所

有的东西都来自美国和西方”；“伊朗人民拥有顽强抵抗、奉献、努力奋斗、不怕牺牲

的文化精神……伊朗在广播、电视、电影节目、歌曲、文学作品中，不断地在维护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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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冀开运：《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第 ８－９ 页。
刘强：《伊朗国际战略地位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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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伊朗的这种文化并使其散发光彩，同时努力减少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批驳西方

文化中的负面的东西，揭露西方国家的背后目的”；“通过积极的努力，向全世界介绍

伊朗伊斯兰崇高的文化和思想，就可以影响甚至吸引他们……因而在抵御西方文化

冲击方面，我们不能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①

第二，在反恐问题上，伊朗积极利用伊斯兰教阐释伊朗政策主张的正当性与合

法性，力求在与西方的博弈中掌握道德制高点。
“９·１１”事件后，尽管伊朗明确表示反对恐怖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美国

主导的国际反恐合作。 但是，伊朗与美国围绕如何界定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依然存

在尖锐的分歧，而在美国将伊朗界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后，双方的矛盾

进一步加剧。 在伊朗与美国围绕反恐问题的复杂博弈中，伊朗十分注重运用伊斯兰

教宣示自身的反恐政策，并回应美国的指责。
在对恐怖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伊朗明确表示恐怖主义背离了伊斯兰教的价值

观，伊朗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也反对以伊斯兰教为旗号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哈梅内伊曾指出：“根据伊斯兰教的教导，任何屠杀人类的事件都应受到谴责，针对

任何地方和任何人从事非人道的行径均应受到谴责。”②在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访问西班牙

期间，时任伊朗总统哈塔米强调以宗教为名从事恐怖暴力活动和以民主人权为由发

动战争都应受到谴责，指出“一个人不应该打着宗教的幌子搞暴力活动，就像一个国

家不应该以保护人权和维护民主为由发动战争一样”③。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伊朗最高领

袖哈梅内伊的长兄、伊朗伊斯兰哲学研究所所长赛义德·穆罕默德·哈梅内伊

（Ｓａｙｙｅｄ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表示：“伊斯兰教无论从任何角度都坚决反对恐怖主

义行为。 在伊斯兰教中有一个规定，如果某个人在人群中拿出任何武器威胁周围人

群的话，这就是恐怖主义。 这样的行为在伊斯兰教中是会受到严厉惩罚的。”④

在关于恐怖主义组织和行为的认定问题上，伊朗和美国存在尖锐的分歧。 美国

谴责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并将真主党、哈马

斯、伊斯兰圣战组织等界定为恐怖主义组织。 伊朗对美国的上述立场坚决予以反

对，强调哈马斯等组织是争取独立的组织，并从宗教角度对巴勒斯坦从事的自杀式

爆炸、暗杀等行为予以嘉许。 哈梅内伊曾就巴勒斯坦针对以色列的自杀式爆炸袭击

指出：“巴勒斯坦男女青年为了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利益自愿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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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阮次山：《伊朗文化部长：中伊应联合抵御西方文化冲击》，凤凰网，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ｈｔｔｐ： ／ ／ ｐｈｔｖ．
ｉｆｅｎｇ．ｃｏｍ ／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ｆｙｄｈ ／ 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０＿０５ ／ ３１ ／ １５６８５８１＿１．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伊斯兰革命领袖谈伊斯兰世界遭受侵略》，凯迪网，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ｍ． ｋｄｎｅｔ． ｎｅｔ ／ ｓｈａｒｅ⁃
５１９７５１．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刘强：《伊朗国际战略地位论》，第 ２１１ 页。
同上，第 ２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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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无比英勇的壮举，是民族的骄傲，敌人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献身行动。”①

伊朗不仅否认自己支持的真主党、哈马斯为恐怖主义组织，还反唇相讥，抨击美

国支持阿富汗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塔利班”。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赛义德·穆罕默德·

哈梅内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都与一

些霸权主义国家为实现其霸权目标从事的活动有关，尤其许多类似活动都出自美国

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之手……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后，为了阻止

伊朗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美国策划了一系列阴谋”②。 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目的

在于以反恐为名实现两大目标，一个是把伊斯兰教丑化为恐怖主义，另一个是通过

驻军实现控制整个地区的目的。

第三，在核问题上，伊朗不断从宗教道义角度表达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的立场，

并从伊斯兰教中寻求抗衡西方的精神动力。

２００３ 年伊朗核危机爆发以来，伊朗始终面对来自西方经济制裁的沉重压力，同

时也承担着遭受军事打击的风险。 在此过程中，伊朗采取了一条既坚定追求发展核

技术，但又从不关闭对话大门的灵活性战略，运用刚柔并济、软硬兼施的策略与西方

进行斡旋。 在围绕核问题的博弈中，伊斯兰因素的作用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伊朗不断强调宗教道义禁止其发展核武器。 伊朗反复表示，作为一个虔

诚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是其发展核武器的最大制约因素，发展核能完全出于和

平目的。 伊朗反复强调，《古兰经》和“圣训”作为伊朗的外交规范，禁止伊朗跨过核

门槛的道德底线去寻求发展核武器，发展核武器违背伊朗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和价值

观。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多次表示，“穆斯林在战争和进攻时禁止杀害妇女

与儿童，反对寻求报复。 基于我们国家的宗教信仰，核武器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

使用的意义，也没有任何效果”③。 “伊朗不会寻求核武器。 伊朗从根本上和宗教道

义上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因此，即使是在那场强加的战争中（两伊战争），我们

认为也应当禁止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④

其次，从更深层次上讲，具有强烈平等意识和反暴政、反强权传统的什叶派文

化，铸就了波斯民族不畏强权的民族性格，而伊斯兰革命以来建立的严密而强有力

的政权控制体系提供的强大精神动力，以及民众深厚反西方宗教情感，都为伊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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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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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革命领袖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凯迪网，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 ／ ／ ｍ． ｋｄｎｅｔ． ｎｅｔ ／ ｓｈａｒｅ⁃
５１９７５１．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刘强：《伊朗国际战略地位论》，第 ２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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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８， ｐ． １６５．
赵建明：《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策略解析》，载《西亚非洲》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 期，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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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危机中抗衡西方提供了精神动力。
在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波斯民族并没有选择主流的逊尼派，而是选择了具

有伊斯兰朴素民主精神、平等精神，同时又具有强烈反暴政、反强权传统的什叶派。
历史上，什叶派长期处于劣势，有多位伊玛目“殉难”，使得什叶派形成了反暴政、反
强权的历史传统。 这一传统恰与伊朗引以为豪的帝国意识、不畏强暴的民族性格高

度契合，在其民族性中注入了强烈的悲情意识和反抗精神。 因此，有学者评价指出，
“伊朗作为天然大国的观念深刻影响着伊朗的核认知，使得伊朗战略精英对核计划

的追求背负了更深层的政治与宗教情结……伊朗强烈的宗教使命意识与什叶派穆

斯林的少数地位，使伊朗领导人在核开发方面有着更为强烈而持久的动因”①。

四、 结　 语

综合来看，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呈现出改革与保守两种力量、两种路线交替上

升的政治钟摆效应，进而使伊斯兰革命外交在改革派掌权时相对淡化，在保守派掌

权时则相对强化。 自霍梅尼 １９８９ 年去世后，伊朗的内外政策一直在改革与保守之间

摇摆和轮回，同时也必将对未来伊朗的发展道路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 在拉夫桑贾

尼（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７ 年执政）和哈塔米（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５ 年执政）任伊朗总统期间，是
改革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主义因素明显下降；在艾哈迈

德·内贾德执政时期（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保守派执掌伊朗政权，伊朗内政外交趋向

保守，革命外交的因素有所上升。 ２０１３ 年以来，温和保守派鲁哈尼再次开启改革，但
伊朗能否走出改革与保守势力轮回的历史怪圈尚需拭目以待，伊斯兰主义对伊朗外

交的影响也有待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 赵　 军　 　 责任校对：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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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新涛：《国家安全、国际声望、核能利用与国内政治———伊朗强力推进核开发的动因》，载《四川师范

大学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２２ 页。


